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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持续下降的生育水平引起我国政府

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少子化问题成为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为实现人口规模巨

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为积极适应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人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强调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将生

育支持问题提升至重要地位。全面认识我国应对

低生育率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系统分析当前生育

配套政策的群众需求和问题局限，深刻理解新时

代生育支持的概念内涵和核心价值，是构建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前提，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

一、充分认识生育支持的紧迫性和

重要性

第一，生育支持是一个长期性问题，人口零

增长区间是做好政策储备的关键时期。在过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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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我国为适应人口转变特征及时调整了生育

政策，先后实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生育

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政策调整对家庭生育意愿

和生育水平上升产生了一定影响，[1][2][3][4] 但出生

人口下降的形势依然严峻。2017 年以来，我国出

生人口从 1786 万降低至 956 万，2022 年人口增

长由正转负，总量减少 85 万，①人口拐点的出现

比以往研究预期提前了 5 年。值得注意的是，人

口拐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完全进入人口负增长阶

段，而是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波动性变化。

当人口自然增长在零值上下变动时，可以认为人

口进入了零增长区间，这一阶段可能延续 5 年甚

至更长时间。日韩等多国经验显示，人口负增长

后再出台相应对策措施则为时已晚，在生育水平

下降的过程中如果长期采取不干预政策，错过政

策变革的最佳时期，生育率将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才能缓慢回升。在人口

零增长区间内，把握时机迅速建立起生育支持政

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及时扭转

出生人口下降趋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是

我国需做出的战略选择。

第二，生育支持是一个共识性问题，加大相

关政策投入是多数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积极应

对低生育水平不是我国面临的独有问题，而是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转变进入一定阶段的普遍性结

果。[5][6] 在过去的 45 年中，低生育水平问题也引

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世界上总和生育率低

于 2.1 的国家比例从 14% 上升至 52%，低于 1.5

的国家比例从 1% 上升至 20%，认为本国生育水

平太低的国家比例从 9% 上升至 28%，已有 55

个国家开始出台一系列以提高生育水平为导向的

社会政策，[7] 大多数国家将低生育水平与人口减

少、老龄化和可持续性发展联系在一起，提高生

育率已经成为多数发达国家共同关注的重要议

题。尽管许多国家并未将相关政策定义为生育支

持政策并形成体系，但这些措施实际上发挥着支

持家庭生育、促进生育水平回升的功能和效果。

第三，生育支持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单一

部门或政策措施往往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握

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

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生育

支持是一项综合性社会工程，涉及部门较多，

覆盖范围广，影响因素复杂，需要综合应对。

在已有研究中，生育水平下降主要被归于四类

因素 ：一是文化因素，主要来自性、婚姻、家庭

观念的快速变化 ；[8] 二是经济因素，包括劳动力

市场不确定性、生育养育带来的机会和经济成本

增加等 ；[9] 三是社会因素，如家庭领域的性别平

等、工作场所条件和儿童保育服务的可及性 ；[10]

四是生物因素，如不孕不育、性与生殖健康水平

等。[11] 上述因素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形成

了一系列更广泛的环境条件，影响个人和家庭的

生育计划及其实现能力。因此，生育支持不是通

过单一的政策措施为家庭生育提供支持，而是从

时间、经济、服务等不同维度为家庭生育提供保障。

第四，生育支持是一个民生性问题，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提升人民获得感是核心目标。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

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育并非单

一、独立、短期的行为或事件，而是与养育、教

育、就业、住房、养老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密切关

联的长期过程，对一个家庭内不同成员的职业发

展、经济状况、时间分配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重

要影响。生育水平下降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在家庭婚育文化观念变化、育龄人口规模减

少、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上升、平均婚育年龄推迟、

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育龄人群的

生育意愿和水平进一步降低，[12][13][14][15] 如何通过

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2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再上

新台阶[N]. 202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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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社会政策保持和提升生育水平变得愈发迫

切。如果民生系列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或解

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就难以提升，生

育意愿和水平就难以回升。积极应对低生育水平，

不仅是保持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

素质的发展问题，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

家庭和谐关系、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

问题。

第五，生育支持是一个发展性问题，有助于

强化人才在国家竞争力中的支柱性地位。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人才是第一资源”，要“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

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未来大国博弈，是高龄

少子化背景下的竞争，人口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人

口素质和劳动参与两方面。首先，生育支持对儿

童成长和早期发展影响深远，对于国家整体人口

素质提升、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是提升人力

资本总量、强化国家人才储备的基础性工程，关

系到我国第二个百年计划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次，

生育支持对释放潜在人才供给具有积极作用。既

可以将高素质人才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扩大劳动

参与 ；也可以减轻家庭养育压力，改善工作和学

习效率，提升专业技能水平。

第六，生育支持是一个安全性问题，是防范

和化解人口安全风险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

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

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将推

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到统领全局的

战略高度。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变量，

人口安全是新兴安全领域重要内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我国人口发展风险挑战也在经历

着重大的转换，人口安全风险向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延伸。人口安全风险诱因从表层显性因素转

向深层隐性因素 ；风险发生机制从单向因果传导

转向复杂系统传导 ；风险发生场域从实体领域延

伸至非实体领域。积极应对低生育水平，有效防

范和化解人口风险，是新时代人口工作的重要内

容。

二、现有生育配套政策需要系统性重塑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围绕生育

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支持措施，但这

些措施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人口发展战略需求，

难以解决当前群众急难愁盼的“生不起”“养不

好”“生不出”等现实问题。生育保险制度覆盖

率低、婴幼儿照护服务投入少、辅助生殖服务支

持存在空白，核心支持制度缺位、政策实施效果

不足等较为突出的问题成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对系统性重塑生育配套政

策措施提供了更高要求。

第一，传统生育服务保障理念难以适应人口

发展战略转型需求。在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

标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期，我国围绕生育问题建立

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服务政策，核心内容包括产假

制度、生育保险、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服务等。

在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国生育保障制

度也需要基于现实问题作出相应调整，生育服务

保障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形式也应发生重大变化。

2015 年，我国政府提出“生育支持”的初步构

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提出要

“建立完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

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在内的家庭发展政策”，

这是中央文件内第一次出现“生育支持”的概念，

但在该阶段生育支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

重视。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

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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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要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并将建立

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作为主要目标纳入顶层设

计。其后，2022 年，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发布《关

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

见》，从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

等多个方面，提出一揽子支持政策，为加快完善

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尽管

不同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已有雏形，但缺乏清晰

的制度设计，各地具体生育支持措施的制定也仍

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既缺乏系统性的政策汇总

和梳理，也缺乏相应的政策效果评估。

第二，现有职工生育保险制度难以有效保障

女性生育经济和职业发展损失。自 1994 年《企

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出台以来，职工生育

保险作为生育保障的核心政策内容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其保障范围、标准、方式现今已难以适应

和满足新的发展需求。首先，生育保险制度覆盖

范围较窄。覆盖对象仅针对正规就业的劳动者，

难以覆盖未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普通居民。截

至 2021 年底，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仅为 2.39 亿人，

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的女性远低于

当年实际发生生育行为的妇女规模。其次，生育

保险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碎片化。不同人群、地区

之间的保障待遇差别较大。特别是在生育保险与

医疗保险合并之后，多数地区因为医保支出增长

过快、筹资水平不足、生育津贴占比较高等问题

难以提高生育保险待遇。部分地区对产前检查和

分娩实行限额支付，报销费用远低于实际花费 ；

部分地区则实施 100% 报销政策，少数地区还发

放生育医疗补贴，导致不同地区的生育保障水平

悬殊，影响制度公平性。最后，生育保险与产假

制度的衔接性不足。我国的生育保险同时包含生

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费用，生育政策调整过程

中各地纷纷将产假延长，但延长期间的生育津贴

发放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导致新的产假政策有名

无实、难以落地。

第三，婴幼儿照护服务投入难以有效解决

“没人带”的难题。婴幼儿照护服务是生育支持

政策的重要内容，2019 年以来国家将普惠托育

服务作为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发展重心，托位

数量迅速增加，但其服务模式、价格和内容仍难

以有效满足广大家庭需求。首先，婴幼儿照护服

务覆盖人群有限。按照我国托育服务的发展目标，

“十四五”末完成建设的托位数仅能为 20% 左右

的 3 岁以下婴幼儿提供服务，仍有接近 80% 的

家庭需要其他形式的照护服务支持。其次，婴幼

儿照护服务价格较高。中央及地方对托位总量有

规划目标，但对备案、普惠、公办托位数量和比

例缺乏明确发展要求，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

质量有保障的有效服务供给不足，多数托育服务

价格高于居民消费能力。再次，普惠托育服务缺

少常态化财政经费支持。各地补贴措施投入力度

小、出台时间晚、执行期限短、覆盖范围窄，难

以有效降低托育服务成本和价格。最后，婴幼儿

照护服务城乡均衡性不足。当前我国婴幼儿照护

服务主要聚焦于发展城市地区托育服务，对农村

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涉及和投入有限。

第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保障难以有效解

决“生不出”的难题。关于我国不孕不育率和辅

助生殖需求的估计，目前存在多种数据来源，但

均反映出不孕不育率上升及所带来的辅助生殖需

求上升的趋势。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按照

15.5% 的不孕率估计，我国约有 3671.7 万对夫妇

受到不孕症困扰。①尽管我国辅助生殖机构配置

数量和技术类别非常丰富，技术条件也已经达到

较先进的水平，但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仍然存

在一定阻碍，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难

和困惑。目前，不孕不育检查和辅助生殖技术服

①资料来源：王晖、龚双燕、史毅. 开展辅助生殖支持

专项试点，应对低生育率下生育模式变化[N].人口决策参

考，202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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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费用成本较高，但不在医保政策范围之内，

相关费用均由家庭自行承担，经济成本影响了很

多家庭辅助生殖服务的可及性。伴随我国结婚率

下降、离婚率上升、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大龄未

婚比例上升等趋势凸显，未来的辅助生育需求将

进一步提升。

三、警惕生育支持政策设计的四大陷阱

在对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系统性重塑的过程

中，要特别预防把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持久

战当作快打快收的攻坚战，只注重单项政策效应

而忽视激励相容的顶层制度设计，要注重引入系

统观念，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配套措施组成覆盖

面广、针对性强、方向精准、形式丰富的政策支

持体系，避免陷入制度惯性、福利主义、效益悖

反、政策失衡等陷阱误区。

第一，警惕制度惯性陷阱。当前，我国生育

支持政策体系设计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对现有政策的路径依赖，难以打破传统制度

框架，政策创新缺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最为主要的体现是将生育支持的重心局限于对妇

幼保健、生育保险、生育假期等与生育直接相关

的政策优化，而忽视了生殖健康、婚恋服务、婴

幼儿照护、养老照护、住房保障、文化宣传等与

生育间接相关的政策投入。二是照搬照抄发达国

家政策经验，忽视本国婚育文化特点。世界上没

有最好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只有最适合本国国

情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

生育支持政策优化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既有各

国共有的问题，也有本国特有的问题。欧美国家

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其政治环境、文化习俗、价

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设计并实施的，并不

完全适合东亚儒家文化中应为子女终生负责、结

婚是生育的前提等价值观念。对中国的问题，只

能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法解决，完全照搬照抄国

外的制度政策和经验做法，可能会效果甚微，甚

至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

第二，警惕福利主义陷阱。生育支持是一项

长期工作，需要持续的政策、资金、人力资源投入，

因此生育支持政策设计要考虑政策实施的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避免陷入福利主义陷阱。一是做好

长期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在经济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的平稳可持续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支出端面

临各项增支需求，中长期收支平衡矛盾突出。应

建立基本财政投入制度，持续优化支出结构、统

筹整合存量资金，保障生育支持政策的连续投入。

二是做好服务规模变化的制度安排。伴随生育支

持政策措施的出台，生育水平可能出现波动性增

长或持续回升态势。无论是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何

种形式和方向的变化，都将相应地引起生育支持

政策资金投入的变化。充分考虑生育支持政策的

实施效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适时调整资源分配

策略，避免出现生育支持政策效果明显但财政投

入准备不足的情况。

第三，警惕效益悖反陷阱。生育支持领域内

不同措施的目标、功能和作用并非完全一致，有

时会表现出损益关系，某一措施的强化可能会引

起其他措施的弱化，最终影响整个政策体系作用

的发挥。首先，生育支持不是“福利竞赛”，应

做好精准施策，避免出现政策目标与对象不一致

的情况。应基于生育意愿低的关键原因与关键人

群进行政策设计，对子女数量不同的家庭予以不

同程度的支持，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提供差异

化的经济补贴。如果对所有家庭实施完全统一的

支持标准，那么这些措施很可能会分散有限的财

政资源，减弱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激起新一轮

的地方性人口福利竞赛，加剧欠发达地区的人口

流失，反而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生育支持不是“无源之水”，应避免出现

将政策成本转嫁给企业或家庭的情况，加剧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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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现象。当前多数政策对经费来源、组织保障

缺少明确的表述。比如在延长假期的相关政策中，

有些省份没有明确规定新增假期工资与津贴的资

金来源，如果假期的工资由企业支付，那么企业

会想办法转嫁成本，不招或少招女性，进一步加

剧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产假时间越长，雇主所要

承担的用工成本越高，女性重返职场的障碍越大，

就业困境愈发突出，反而产生与政策预期目标完

全相反的效果。

第四，警惕政策失衡陷阱。在构建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的过程中，要重视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体现家庭在生育中的主体

地位，特别要考虑城乡、人群和区域差异问题。

首先，避免出现“重城市，轻农村”的制度安排，

提高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城乡公平性。由于财政

能力的差异，不同地区生育支持力度有强有弱，

应加大向薄弱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进生育

支持政策财政投入和服务资源配置向农村欠发达

地区倾斜。其次，避免出现“重户籍，轻流动”

的制度安排，将生育支持政策与户籍脱钩，建立

以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为主的生育支持政策体

系，提高生育支持政策的便利性和可及性，保障

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生育支持政策。

最后，避免出现“谁受益，谁投入”的制度安排，

加强生育支持政策的区域统筹，分担欠发达地区

的生育支持政策成本，做好服务设施配置、人员

配备的衔接。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特点，重视经济

发达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之

间、人口密集和人口分散地区之间的差异，在财

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有所侧重。

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路径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

期，也是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关键时期。我

国的生育支持政策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相对完整

的、综合性的政策体系。因为各类政策的实施力

度、执行程度和落实难度各不相同，政策之间的

协调性、相关性和整合性也不尽如人意，政策部

门化、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缺乏顶层设计和规

范标准，基层落实缺乏政策规范依据，未能形成

合力，存在综合效应不明显、实效性不强、可持

续性不足等问题。因此，现阶段尽快构建起一个

整体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显得更加重要。应优

先解决主要矛盾，从政策理念转变入手，强化高

位推动，重塑政策框架，构建基本制度，融入系

统观念，保障政策投入的可持续性，推动部门协

同和政策落实，逐步提升政策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第一，转变政策理念，高位持续推动。我国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

需要长期努力和发展的事业。由于我国长期实行

控制生育的政策，要转为支持生育最关键的是要

转变理念，将生育支持作为国家战略，降低生育、

养育、教育成本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核心要义

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内部理念引导和外部

政策支持减轻育儿焦虑、教育焦虑、社会流动焦

虑，促进个人婚姻和生育愿望的实现，保障家庭

选择生育数量和获得生育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同

时，应避免将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混为一谈，需

要强化顶层倡导和组织领导，在党中央、国务院

层面成立专门的少子化应对协调议事机构，设置

相对独立的生育支持职能部门，明确战略目标和

阶段任务，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指导

和督促各级各部门实施强有力的举措，推动各项

工作落实见效。

第二，重塑政策框架，建立三项制度。生育

友好社会生态的形成离不开基本制度的构建，现

有碎片化的政策不足以支撑基本制度的构建。当

务之急是要重塑框架，明确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

基本制度和配套措施，围绕“没人带”“养不起”“生

不出”等突出问题建立三项基本制度，强化生育

保险、婴幼儿照护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核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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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用，并将其作为未来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三大

支柱。一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险制度。将

生育保险覆盖范围从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拓展至居民

医保参保人员，提升生育保险制度的公平性。构建

所有居民生育津贴制度。建立由财政支持、资金来

源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性质的城乡居民生育津贴、育

儿假薪酬、育儿补贴制度。二是建立兼顾供需的婴

幼儿照护服务制度。将家庭享受育儿服务上升为法

定权利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中央和地方

财政投入水平和责任分担机制。采用“补供方”和

“补需方”相结合、“补砖头”和“补人头”相结合

的方式，既向托育机构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支持，

保障城乡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的稳定可持续发展，也

为困难家庭额外发放育儿津贴或育儿券，保障重点

人群的基本服务需求。三是建立全过程保障的生殖

健康服务制度。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和手术费用

纳入医保，向经济困难或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一

次性补贴。在各地按标准配置辅助生殖设施设备的

基础上，加大中西部地区、地市级辅助生殖机构的

资源投入，提高服务资源的均衡性、公平性、可获

性和可及性。

第三，明确责任主体，长期稳定投入。推动

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等目标对于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是生育水平提升的重要

受益者。在生育支持方面，国家作为受益者应承担

必要和基本责任，但不是无限地承担所有生育成本。

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要量力而行，要考虑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和可持续

性。财政投入可以低水平起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相应增加，但必须要有制度性突破，形成常态

化的基本财政投入机制。分散化、片段式的财政投

入不仅会导致各类政策难以形成合力，而且可能会

影响全社会对于公共政策的信心，对改善生育意愿

起到相反作用。

第四，宏观政策配套，完善政策评价。婚育

选择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稳定就业、家庭

收入、教育负担等是最重要的长期性影响因素，这

些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的改革应当与支持生育的政策

导向一致，单独的生育相关的政策措施无法对生育

率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与生育支持紧密相关的政

策也要与相关领域改革衔接配套，保持统一性和协

调性，综合实施现金补贴、税收减免、育儿假等政

策，多方面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时间成

本、机会成本。因此，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应局限

于生育本身，而是在三项制度的基础上围绕家庭发

展打出政策组合拳。同时，应基于人口统计、行政

登记和社会调查等多来源数据，定期开展生育政策

实施效果追踪评估，对政策措施的完整性、包容性

和公平性进行综合评价，缩小政策支持力度的区域、

城乡和性别差异。从个体和家庭全生命周期服务的

视角评估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效果，推

动各类政策资源的统筹整合与规划，从婚前检查、

优生优育服务、生育假期、婴幼儿照护、健康教育、

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不同方面为家庭发展提供服

务，促进妇幼保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就业服

务、养老医疗等不同类型服务的无缝衔接，打造完

整生育支持服务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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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stematic Reshaping of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He    Dan     &     Shi    Yi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fewer children has become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 that China must fac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a huge popul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mplementing fertility support at this stag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systematically reshaping the existing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and suggestsrecommendations for constructing a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system. The study 

elaborates that the absence of the core basic system is the major challenge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system, and tha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resolv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policy 

design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s and misconceptions of institutional inertia, welfarism, benefit paradox, and 

policy imbal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policy concept in tim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high level 

of promotion, reshape the policy framework, and establish three basic systems with maternity insurance, infant 

and child care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s the co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ain body responsible for 

the policy, prepare for long-term investment, refine the supporting support measures, and improve the policy 

effect track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Fertility support; Family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trategy; Policy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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